
刘　 峰 ／ 日军的“扣号作战”计划与华北的敌后战场

·专题研究·

日军的“扣号作战”计划与华北的敌后战场
∗

刘　 峰

内容提要　 日军的“扣号作战”是 １９４４ 年“一号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为

了执行此项侵略行动，日本华北方面军曾大规模地从后方抽调兵力，由此给华北的敌

后抗战留下了大展拳脚的空间。 通过研读日方留下的史料档案可以发现，受“扣号作

战”的影响，华北日军此后无论在“地上”的博弈还是在“地下”的较量中，都表现得颇

为被动狼狈，面临着捉襟见肘、疲于奔命的困境。 其采取的因应措施、构思的阴谋诡计

最终未能得逞，并在这一背景之下进一步迎来了中方的反攻前奏，开始快步迈向战败

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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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１９４４ 年的“一号作战”（又称“大陆打通作战”，我国称“豫湘桂战役”）是抗战时期侵

华日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也是近代日本陆军自建军以来参与的最大规模战役。 此次作

战，空间跨度约为 ２４００ 公里，覆盖了河南、湖南、广西三省，日军共动用了约 ５１ 万兵力，持续交战了

８ 个月之久。 其中，战役的前半期被日方称作“扣号作战”（又称“京汉作战”，１９４４ 年 ４—５ 月），后
半期则是“拓号作战”（又称“湘桂作战”，１９４４ 年 ５—１２ 月）①，而我国则分别将其称为豫中会战、长
衡会战、桂柳会战。

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此次战役做过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日本学界的臼井胜美等代表性学者就曾出版《日中战争》等书籍，对“一号作战”的基本情况及作战

期间的部队装备、兵员补充、美军空袭等问题做了梳理与介绍。② 此后又得益于资料集《战史丛书》
三个分卷《河南会战》（朝云新闻社，１９６７ 年）、《湖南会战》（朝云新闻社，１９６８ 年）、《广西会战》（朝
云新闻社，１９６９ 年）的出版，相关研究开始呈现深化的趋势。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日本亚洲历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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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百团大战以后日本对中兴敌后抗战的观察与因应”（２０２２ＢＬＳ００１）、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至二战结束期间日本涉华宣传史料的整理与研究”（２０＆ＺＤ２３７）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

出的宝贵意见。
所谓的“扣号作战”和“拓号作战”，日语原文为“コ号作戦”“ト号作戦”，因为日文中“コ”“ト”分别读作 ｋｏ、ｔｏ，所以此文

按其发音译出。
臼井勝美『日中戦争』、中央公論社、１９６７ 年、１６３—１６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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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心、国立国会图书馆等机构的大量史料档案与日军文件的公开，对“一号作战”的考察又进一

步快速发展。 包括波多野澄雄、山本昌弘、笠原十九司、芳井研一、岩谷将、谷拓弥等人在内的大批

研究者都曾对此一时期侵华日军的战略决策、作战行动、情报系统进行过细致的检讨。① 我国学界

的相关研究，也在最近 ２０ 年迎来了迅猛发展。 有学者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

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民众动员等情况展开了深入的研究②；也有学者将目光集中于

正面战场，考察了国民政府的指挥系统、情报机制、判断决策、应对策略在此次战役中存在的不足与

犯下的错误③；还有的学者分析了该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其作战行动、政治工作、宣传战术及

敌后战场的影响做了一定程度的考察④；有的论文还曾另辟蹊径，着力分析了当时新四军基于中共

中央“绾毂中原”指示开展的积极活动。⑤ 此外，我国台湾学界亦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有的学

者则从情报的收集与研判等角度进行了研讨⑥，同时亦有大量当事人的日记、记录出版。 可以说，
正是因为史料的相继公开与学术工作者的反复努力，目前关于“一号作战”的研究已达到了较

高水准。
然而，以往的专题研究仍有不充分之处⑦，尤其是存在“单向”叙事、缺乏印证的问题。 长期以

来，因为过于侧重分析正面战场两军的交战，往往容易忽视当时敌后战场的联动情况；虽然看到了

日军在前方的恣意突进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但是未对同一时期日军在后方的狼狈与共产党军队

的跃进展开更为详细的研究。 因此，本文参考日方解密的原始文献档案，考察“一号作战”期间日

军实施的“扣号作战”计划以及日方如何因应中方敌后抗战的问题，以就教于先学。

一、 “扣号作战”的立案与华北日军的策略

为了考察日军对敌后抗战的观察与因应，首先要弄清楚日军的作战计划与相关策略；而若要分

析其计划与策略，就有必要先明确其作战的动机与过程。
事实上，早在“一号作战”的一年前，即 １９４３ 年夏季，东京的日本陆军中央就已经开始研究类

似的方案，而位于南京负责统辖整个侵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亦在同年 ８ 月的《１９４３ 年度秋季以

后中国派遣军指导大纲》中做出了翌年 ２ 月后要打通平汉线⑧的计划。 然而，因为当时太平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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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拙稿主题相关的日方代表研究成果包括：波多野澄雄「日本陸軍における戦略決定：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山本昌弘「華北の対

ゲリラ戦 １９１９—１９４５：失敗の解析」、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６ 年；笠原十九

司『日本軍の治安戦：日中戦争の実相』、岩波書店、２０１０ 年；芳井研一「大陸打通作戦の意義」、『環日本海研究年報』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１
号；岩谷将「中国大陸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治安戦」、『戦争史研究国際フォーラム報告書』、２０１７ 年；谷拓弥「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日

本軍の情報活動」、『防衛研究所紀要』２０１８ 年第 １ 号；等等。
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
姜良芹：《试论抗战后期的国民党战场》，《齐鲁学刊》２０００ 年第 ６ 期；王猛：《豫湘桂溃败原因再探讨》，《黑龙江史志》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姚江鸿：《国共两党对日军一号作战的研判与因应》，《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张设华：《日军“一号作战”与国共两党战场》，《武陵学刊》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徐则浩：《从俘虏到战友：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

工作》，安徽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张怡、崔义中：《豫湘桂作战对敌后战场的积极影响》，《西北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胡
德坤：《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胡德坤：《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支

持》，《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翟意安：《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盛差偲：《豫湘桂战役爆发后新四军第五师在敌后的发展与调适》，《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刘熙明：《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参见芳井研一「大陸打通作戦の意義」、『環日本海研究年報』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１ 号、１、１７ 頁。
日军侵占北平后将其更名为“北京”，故当时将平汉线唤作“京汉线”，拓号作战又称“京汉作战”。 以下为方便起见仍使

用平汉线的称谓。 此处日军文件可参见 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１１１０６２３２００、１９４９ 年 ８ 月、支那方面作戦記録

支那派遣軍の統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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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局吃紧，筹措兵力实属不易，此案一直处于待定状态。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发生了足以震动日军高层的大事件。 当天，从江西遂川起飞的 １５ 架

驻华美军战机（包括 ９ 架 Ｂ － ２５、６ 架 Ｐ － ３８）对日据台湾的新竹地区进行了猛烈的空袭，这是

开战以来首次从中国大陆方面对日本“本土”实施的轰炸。 这不仅意味着其后方的工业地带已

然暴露在炮火之下，更戳穿了日本军部欺骗民众“本土绝不会遭袭”的谎言。 再加上得知驻华

美军实力为战斗机约 １６０ 架、轰炸机约 ７０ 架，其中桂柳地区部署战斗机约 １００ 架、轰炸机约２０
架①，日本陆军中央顿感紧张不已，认为若再出现航程半径更大的 Ｂ － ２９ 轰炸机，那么不仅是江

西，中国的西南地区亦将成为轰炸日本本土的航空基地。 正是在这一刺激下，“一号作战”被正

式提上了日程。
既往研究指出，日方当时负责主导立案的高官是两人，即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真田

穣一郎以及该部下属的第二课（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② 但从日军文件记载的情况来看，“扣
号作战”部分应是由前者来完成的。③ 其具体情况是：遭到空袭三天后的 １１ 月 ２８ 日，“中国派遣

军”高级参谋天野正一奉命返回东京领受军令，当时真田代表陆军中央向其传达了发动“打通作

战”的意图并结合地图展示了自己考虑的方案，要求尽快研究具体计划以打通粤汉、湘桂（拓号）及
平汉线南部（扣号），同时阻止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④ 天野于 １２ 月 ３ 日返回南京后向“中
国派遣军”司令部汇报了此一指示。 ７ 日，该军司令官畑俊六便拿出了首套方案《大陆纵贯铁道作

战指导大纲案》，其主体思路如下：（１）将按如下顺序推进战役：拓号第一期作战→扣号作战→拓号

第二、三期作战；（２）扣号作战将于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初发动，持续时间约一个半月，将动用华北方面军 ４
个师团兵力从新乡渡过黄河发动进攻，击败国民党第一战区部队主力并打通平汉线。 真田在收到

该方案后并不是特别满意，认为启动作战的时间“甚晚”，提出了是否能提前至三、四月份的要求。
进而，又在同月下旬指令服部主持进行了“虎号兵棋推演”，对未来的作战资材、作战准备、部队调

动、中国军队动向等做了详细的模拟研究，最终得出了“拓号作战可予提前”的结论。 于是，“中国

派遣军”司令部于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４ 日再次修改了计划，形成了《一号作战计划大纲案》。 该方案与此

前的不同之处，在于提前了“扣号作战”的时间，将其放在了“拓号作战”之前，同时进一步为战役追

增了兵力。 其具体构想是：“命令华北方面军下辖的第十二军（以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七、
一一○师团与第三装甲师团为基干）于 ４ 月下旬从黄河河畔发动攻势……（完成任务后）安排两个

师团的兵力确保新占领区。”⑤此份计划在提交后最终得到了日本陆军中央的批准。 于是，“一号作

战”的正式命令便于 １ 月 ２４ 日下达了。 即《大陆命第九二一号》规定：务必消灭中国西南地区的空

军主要基地；“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须攻占粤汉、湘桂及平汉线南部沿线要域；南方军应予协助。 同

时在一并下发的《大陆指第一八一零号》《一号作战要纲》等文件中强调：“中国派遣军应于晚春从

华北、夏季从武汉及广州启动攻势……尤在 ４ 月前后派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发动扣号作战。”⑥ 此

外，为了隐匿企图，还特意要求将事前的准备行动命名为“五号演习”，进而又在 ２ 月 １ 日颁布了

１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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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大本営陸軍部（７）』、朝雲新聞社、１９７３ 年、５５９ 頁。
参见芳井研一「大陸打通作戦の意義」、『環日本海研究年報』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１ 号、２ 頁。
服部作为立案者的史料证据来自如下记录：“１１ 月初某日，参谋总长（杉山元）向第二课长服部询问，要牵制大陆的美国

空军似有困难，且东海方面船舶常被其击沉，其基地似位于东南沿岸，可否研究在华中华南打通粤汉铁道以使之不为美军所用？”
这说明，服部接到的立案指示仅在于“一号作战”中的“湘桂作战”部分，并不涉及华北的平汉线打通任务。 而且此项指示发生在驻

华美国空军轰炸新竹之前。 参见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一号作戦（１）河南の会戦』、朝雲新聞社、１９６７ 年、２ 頁。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一号作戦（１）河南の会戦』、５０ 頁。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一号作戦（１）河南の会戦』、１３—２５ 頁。
森松俊夫编『大本営陸軍部 大陸命、大陸指総集成（９）』、エムティ出版、１９９４ 年、３４、３４０—３４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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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作战企图隐匿要领》，要求各部队佯装成开赴太平洋战场的样子。①

可以认为，此次战役虽肇始于新竹空袭，但其作战目的却并非仅限于打通平汉、粤汉、湘桂三线

并进攻航空基地。② 在当时意大利投降、纳粹德国战局持续恶化的背景之下，日军亦期盼通过此战

来提振士气、打击蒋介石政府的抗战意志、利用南北铁路运输战略物资并强化部队的机动力，从而

实现以小规模兵力维系其在华战线的企图。
那么，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接到陆军中央与“中国派遣军”下达的作战命令之后，又是如何反应

的呢？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当时华北日军的基本情况做一考察。 当时的华北方面军，司
令部设在北平，主要控制着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河北地区，下辖 ４ 个军，其中“驻蒙军”占据察

绥两省，“第一军”占据山西，“第十二军”占据山东，方面军的直辖部队盘踞在河北。③ 这些部队在

百团大战以后为了防备八路军及地方游击队的再次袭击，采取了高度分散的配置，将所有兵力广

泛散布在重要的都市、县城、资源产地与交通线，所以当时呈现出“点线”构成的网状布局，根本无

法做到“面”占领。 在长期与八路军、游击队交战的过程中他们早已意识到：“我军仅占有点线而

已，同时民心背离，故（在华北）有如沧海一粟。”④再加上频繁的部队调动、新建兵团的素质低下，
越来越难以应对敌后抗战力量的扩大与发展。 尤其进入 １９４３ 年之后，日军更是发现“共产党已度

过了艰苦时期，逐渐恢复了过来……甚至能够（发动群众）对地形进行改造，连本地人有时也可能

迷路。 而且村与村、乡与乡之间还修建了地道，不现身于地面亦能实现向邻村的转移，太行等山区

亦在山间挖了隧道”。⑤ 无奈之下，日军只好更多地动员伪军参与防卫、收集情报，以图为自身

“减负”。 但伪军的情况却是“军纪废弛、贪污军饷，毫无斗志可言”，“狐假虎威、为非作歹之事甚

多，导致民心离反而无法获得正确的情报”。⑥ 偶尔还会有伪军士兵秘密呼应八路军的政治工作

并协助游击队藏匿武器、掩护其撤离的事情发生。⑦ 此种情况反过来又成了日军的新负担。 尤其

在情报方面，其指挥官曾多次被激怒：“接到敌情的报告后出动主力发起进攻却无法找到敌军，小
规模部队接到并无敌情的消息后外出反而会遭到伏击，情报人员究竟干什么吃的！”⑧所以，当时

华北日军出动扫荡时，“最为担心的事情莫过于敌方部队是否果真存在于作战区域之内”⑨，颇显

滑稽。
时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的大城户三治，曾对中国共产党做出如下评价：“中国的东部要地已纳

入我军掌中，重庆的军队被压制在黄河以南的腹地与山区，不过是在苟延残喘而已。 相反，共产党

军队却利用日军抽调缩减之机，在华北、华中的丰饶地区构筑起了坚固的地盘，获得了稳定的地

位……他们已经克服了长期以来的逆境与困难，踏破了苦难之途，仅从此点来看，其坚强的意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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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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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松俊夫编『大本営陸軍部 大陸命、大陸指総集成（９）』、３５９—３６０ 頁。
参见藤原彰『日本軍事史 戦前編』、社会批評社、２００６ 年、３４５ 頁；张宪文：《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版，第 １０９６ 页。
各军由师团或旅团构成，如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末的编制情况是：驻蒙军下辖 ２６Ｄ、２ＢＳ、３ＴＫＤ；第一军下辖 ３６Ｄ、３７Ｄ、６２Ｄ、６９Ｄ、

３ＢＳ；第十二军下辖 ３２Ｄ、３５Ｄ、５９Ｄ、７ＢＳ、５ＢＳ、４ＫＢ；方面军直辖部队 ６３Ｄ、１１０Ｄ、１ＢＳ、８ＢＳ、９ＢＳ（“Ｄ”表示师团，“ＢＳ”表示独立混成旅

团，“ＴＫＤ”表示装甲师团，“ＫＢ”表示骑兵旅团）。 参见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大本営陸軍部（７）』、１２７ 頁。
野副昌徳「野副昌徳中将日誌（自昭和 １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至昭和 １９ 年 ６ 月 ３ 日）」、转引自岩谷将「華北における日本軍の

治安戦」、『戦史研究年報』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９ 号、１５ 頁。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２）』、朝雲新聞社、１９７１ 年、４８４—４８６ 頁。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２）』、５０７、５１１ 頁。
『歩兵第 ２２１ 連隊 陣中日誌』（１９４４ 年 １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１１９。
甲集団参謀部『情報勤務の参考』（１９４３ 年 ７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３５２。
横山幸雄「特種情報回想記」、窪田英夫「航空特種情報戦史」、转引自岩谷将「華北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治安戦」、『戦史研

究年報』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９ 号、１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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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智终究是常人不可企及。 在研究共产党军队时，切不可无视其传统与特殊性，尤其是其基层部队

每一个人皆为优秀战士的事实。”①

在形势已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日本华北方面军接到了“扣号作战”命令。 ２ 月下旬以后，其
司令官冈村宁次、参谋长大城户三治召集下属军官开过两次兵团长会议，通过兵棋推演的方式确认

了在正面战场平汉线河南方面的作战计划：（１）位于山东的第十二军担当主攻，在中牟附近突破国

民党阵地后推进至郾城附近，调部分兵力进攻信阳以配合华中日军打通陆路联系；（２）同时，派主

力调转方向朝洛阳前进，负责进攻国民党第一战区的部队主力；（３）位于山西的第一军担当助攻，
从垣曲附近渡过黄河后牵制中方的增援部队并切断陇海线。 而身后的华北战场，则由于“要尽可

能地集结大规模兵力进攻正面，不得不让现有占领区的防守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②

从日方当时的《进攻兵力与后方兵力对比表》来看，华北方面军总兵力 １３７ 个大队中，参加“扣
号作战”的进攻兵力为 ６７ 个大队，留守华北的后方兵力为 ７０ 个大队。③ 这意味着本来就疲于应对

敌后困局的华北日军一口气抽调出了约半数兵力转向正面战场。 所以问题的蹊跷之处便在于：他
们为何非要从后方抽走这么多部队呢？ 或许其司令部留下的记录能做出解答：“在我军中，无论是

谁都喜欢积极的进攻作战而不愿参与无趣的治安防卫，这也是武士的本质所在，既然作战大纲要求

我们动手，那么方面军的态度就必然是‘倾尽全力’。”④换言之，当时华北日军不仅已无力限制中

国共产党的发展，更对敌后棘手的作战模式感到厌倦和疲惫，所以才会按耐不住冲动，积极派遣大

量部队前去进攻正面战场，以满足其“武士”的虚荣。
当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是完全对其后方撒手不管的。 为求保险，他们当时除了为正面作战

进行黄河铁桥的修复⑤、储备资材、集结部队等工作外，亦曾在后方实施过如下几方面的准备：
（１）对山东地区做战线收缩整理。 由于抽走的部队主要是担当主攻的第十二军（包括司令部与

４ ／ ５ 的作战部队），山东方面出现了兵力极为薄弱的现象，仅留下第五十九师团负责全省的防卫，
所以一方面将该师团纳入方面军直辖之下，另一方面放弃了武定、利津等黄河下游的县城，向南

面的青城、博兴地区收缩战线；（２）新编一批部队用以接防。 即，新组建 ７ 个独立步兵旅团来填充

防守的真空，包括独立步兵第一、二、三、四、九、十、十四旅团，分别部署在兖州、正定、汾阳、济南

（后调新乡）、新乡、阳泉、潞安等重点地区，并叮嘱其对驻地与铁路进行严防；（３）特别注意保密。
要求各日军部队在转移、集结、换防的过程中严格隐匿企图，只让最小限度的部队逐次逐批地移

动并完成任务交接，尽量不让中方有所察觉；（４）加大伪军的动员力度。 对伪军士兵，大肆鼓吹

“日中两国人要同生共死”，反复告诫其“皇军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⑥；对伪政权尤其是汪伪政权

在华北的办事机构则多次提出要求，勒令其必须为了保护后方而做出“努力”。 这些内容，并不算

是真正意义上行之有效的措施，日军当时也拿不出办法来从根本上应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
所以在“扣号作战”打响之后，其破绽必然会接二连三地显现，而日方能做的，唯有查漏补缺、匆忙

应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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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一号作戦（１）河南の会戦』、７４—７５ 頁。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２）』、４８９ 頁。
日军的“大队”相当于我军的营级单位。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下旬，华北日军还曾从后方追加抽调出 ２ 个大队给正面战场，故其进

攻兵力与后方兵力的对比又进一步变成了 ６９ ∶ ６８。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一号作戦（１）河南の会戦』、７７ 頁。
可供横渡黄河的铁桥曾于 １９３７ 年日军进犯黄河北岸、国民党军队撤退时被破坏，目的是阻止日军的进一步南下。 当时

要出动大规模部队越过水流湍急的黄河，必须利用河床里的旧桥墩予以修复。
北支方面軍『冀東作戦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７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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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敌我博弈与华北日军的被动因应

战役正式打响以后，国民党军队除了在洛阳地区做过激烈抵抗之外，其他地区大多可用溃不成

军来形容。 正如既往研究所言，当时重庆对日军的企图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基本只能被动地接招

应付。① 身处前线的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就曾对日军的行动感到“虚虚实实，如堕五里

雾中，判断实在困难”②，以致到了 ４ 月 ３０ 日，日军已进攻河南半月之久，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仍坚持

认为：“敌打通（恢复）平汉铁路殊无理由。”③同时，日方已经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密码，对其行动

计划悉数掌握，包括蒋介石发给第一战区强调“坚守洛阳”的电报也同样被其截获。 其结果自然是

国民党军队的溃败。 在此轮作战后，日军部队曾向东京汇报：“蒋介石部队 ４３ 个师，其中有 ６０％已

遭毁灭性打击，仅有 １５％ 基本完好，敌第一战区在物质精神上皆已遭受重创，恐不能再恢复元

气。”④而整个“一号作战”期间，国民党更是“损兵 ６０ 万……失掉了洛阳、郑州、长沙、衡阳、桂林、
柳州等 １００ 多个城市，共有 ７ 个空军基地和 ３６ 个机场被日军占领，２０ 万平方公里、６０００ 多万人口

的广大地区沦陷”。⑤ 连蒋介石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这八个月来，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

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⑥然而，国民政府

却仍在其官方战史中给自己打了圆场，谓：“敌既感于盟军太平洋之反攻，着着进逼，海上交通，已
无法维持，乃企图沟通大陆交通线，以便撤退南洋之敌侨民与物资之转运，及维持中南半岛之联

系……（我方）审知敌之企图……（但因处在）内线地位，部队未能发挥高度之机动性，致各个击破

未能达成，无形中犯逐次使用兵力之忌，自始处于被动。”⑦

事实上，虽然当时日军在正面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却在后方为共产党军队所困；虽然暂时实现

了“打通大陆”的目标，却迎来了保护“点线”的激战。
尽管日军的行动一直注重隐匿其企图，也成功地欺骗了国民党高层，但却未能瞒过在华北拥有

情报优势的中国共产党。 早在 ２ 月 １０ 日，毛泽东、彭德怀就曾拍电邓小平等人告称：“敌有打通平

汉进攻西北消息。”⑧日军发动攻势的三周前即 ３ 月 ２７ 日，毛泽东还通过黎玉、萧华叮嘱八路军各

高级将领：“华北敌三师以上向黄河北岸集中，有打通平汉路模样。”⑨这些消息在 ４ 月初全部传达

给了各个地区的基层部队。�I0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下达了要在日军新占领的河南地区采取积极

行动的指示，“我军应乘日军南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工作

基地”�I1，并强调应利用此次机会向敌人的后方进军。 这正是日方不愿看到的结果。 当时华北方面

军第二课高级参谋神崎长就曾担忧地表示：“京汉（扣号）作战期间，共产党军队乘我方面军主力集

中黄河两岸之机向河北北部及满洲国境方面伸张势力，（在此情况下）我军治安情况实在令人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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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①

当然，日军在占领区也不是没有防备。 如在新占领的河南地区，他们不仅按照此前的计划

在战斗后留下约两个师团的兵力负责警卫，而且还立即开展了阵地的修筑作业，呼吁离散的民

众返乡劳动，并基于《兵团军政实施要纲》等文件大量组建“治安维持会” “乡村自卫团”等伪组

织。 但是其具体效果如何，却另当别论。 例如在豫北地区，原本驻守此地的第三十五师团被抽

调去太平洋战场后，由新组建的独立步兵第四旅团负责接防，但该部队由于兵力不足只能收缩

防线，把退出的地区交给伪军管理，结果只能落得一个逐渐被游击队蚕食的下场，以致此地的平

汉线时常会被中方截断②，大大削弱了其“打通大陆”的战略效果。 按照中共中央此前的指示，除
豫北之外，“开辟豫西”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之中。 对此，日军文件与战报留下的记录非常

之多。
据载，当时太岳军区的游击队就曾利用“皇协军”的旗号尾随日伪部队一道南下，进入了孟津、

新安等地发展。③ 他们不仅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抗战，而且还针对日军独立工兵第四十联队的道

路施工进行相当程度的干扰，使之物资与部队运输大为受阻。 与此同时，在洛阳、伊川等地还曾

发生过激烈的正面交锋。 驻守洛阳的日军第一六三联队在其战报中记录了彭店附近的战斗，
“在扣号作战之前皇军未曾踏足此地，亦未曾宣传皇军之真音，故彭店已成为王仲卫等人（游击

队）的根据地，当地无一人对我方表示善意……（该游击队）番号不明，约六百人，拥有重机枪四、
轻机枪三、每人一把步枪；身穿灰色军服，年轻人居多，身手敏捷且战斗意志极为旺盛；会巧妙地

运用人力部署防御，一旦发现己方拥有兵力优势便会借助熟悉地形的优势迅速出击，以形成包

围态势”，在交战的过程中，还曾“从西南角的城墙上用重机枪实施过猛烈射击，迫使想要接敌战

斗的（日军）小队只能空望眼前阵地之敌而无法前进”。④ 位于伊川县附近的日军第一三九联队

则与该县游击队发生过交火，意识到其“不仅勇敢且斗志旺盛，而且（为提高命中率并节省弹药）
会耐心地待日军完全迫近后才实施射击，即便遭到联队炮、掷弹筒的集中轰击亦会利用掩体进

行顽强抵抗”。⑤
在华北后方的旧占领地，日军更是处于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的状态。 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样，

八路军和游击队当时“把握战机同时开展了武力战与秘密战并行的措施”⑥，因而双方之间的较量

主要可以从地上博弈、地下工作⑦两个方面来进行梳理分析。
首先是地上博弈。 日军史料显示，当时为了避免后方的动摇，华北方面军要求前去参加“扣号

作战”的部队在完成任务后尽速返回原驻地，同时也坚信“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积极组织了多批剔

抉队、侦谍队主动发起对中共敌后根据地的扫荡。 他们在出动时往往会身着便衣，只携带枪支弹药

等轻便武器并配有信号弹、灯火用品、刑具和数天的口粮，且为了隐匿行踪会在白天用旗语交流，在
夜晚用灯光或暗号沟通。⑧ 每到达一处可疑村庄，会让一半兵力伪装起来在村口待机，让另一半兵

力进入村里搜查，寻找地道出入口。 若未能找到“可疑分子”，便会穿过村子到另一侧，而后等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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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歩兵第 １３９ 連隊京漢作戦 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７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１０５。
北支方面軍『第一期作戦間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４。
所谓的地上，指公开、正面与敌方交锋；而所谓的地下，则指非公开、秘密地开展抗敌工作。
北支方面軍『戦闘詳報 昭和 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昭和 １９ 年 ６ 月 ９ 日』（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

争北支 ／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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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枪响再迅速折返回来，如此一来“外逃者或躲避者会以为日军已离开而现身”，结果遭遇第二轮

扫荡，向外撤退时还会被埋伏在村口的日军拦截。① 然而，这些措施却没有收到太大的效果，反而是

其留在身后的大量交通线与据点时常被八路军和游击队袭击。 如在铁路方面，山西日军就曾遭遇过

如下战斗：“第二小队侦谍分队长富田曹长率部前往富家滩煤矿、侦谍班长桥本军曹进入介休……从

平遥车站搭火车出发，于一点二十分左右抵达东宋丁村附近时，发现该地附近已有显著的抗日策

动，延安势力的平介县政府基干队事先在铁轨下插入了一根圆木，结果导致火车脱轨后冲到附近已

敷设的地雷阵之中，车头与车身倾覆……同时还有敌兵举着步枪猛射而来。”②公路方面亦是如此。
河北日军当时曾派工兵部队前往安平县子文镇附近维修公路，在“检查并无异常后，便让货车通

行，结果货车以时速 ２５ 公里行进时突然从该镇西面公路北侧约 ２ 米的房屋内射出了子弹，据查来

自第 ３６ 地区队约 ２００ 人，位于货车后部的士兵以手榴弹还击，却被击毙……货车停车后……又有

约 ３５０ 人吹着冲锋号端着轻机枪和掷弹筒猛攻了上来”。③ 而在某些县城或据点，游击队亦会利用

夜幕与地形的掩护主动向日军发起包围攻击。 例如，驻守沧县的独立步兵第三十六大队曾报告：
“５ 月 １２ 日夜半，（游击队）向城外警察训练所发动了突袭……完全在夜幕中，无法观察敌军行动，
我方行动亦备受掣肘……水野中尉等 ９６ 人立即搭乘 ４ 辆货车赶往事发地，听到枪声逐渐密集，队
长便让全员下车并侦察对面情况，发现敌军已架起了轻机枪……摸黑推进，结果道路右侧的一幢建

筑内事先埋伏有敌兵，出其不意地对我方发起了射击。”④正是这种趁夜而动、避实击虚、围点打援

的策略，让日方吃尽了苦头。 同时亦足以说明，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

后抗战力量已开始具备主动出击的实力。
其次是地下工作。 可以说，日军在地上的被动与狼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下工作的直接

或间接影响。 １９４４ 年美军观察组（狄克西使团）前往延安与八路军高级将领交流时亦曾听取过

相关情况的介绍并大为感慨：“几乎在日占区的每个角落，延安队伍都有常驻情报人员或武装力

量。 因为他们不断与日军发生战斗，他们拥有敌军战俘与情报的出色资源”，中共敌后根据地是

“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敌后军事情报来源”。⑤ 日军当时亦承认：“我军虽发动过多次剿共战，但作

战企图早已被敌方得知，在动手前对方就已撤离抑或是研究好了对策，故常是无功而返”，“我军周

围的人或为我军服务的人似乎全是对方密探，通过我军准备口粮的行动便能判断是否有扫荡计划，
抑或通过观察我军的准备活动得知出动时间，在刚一启程便明白进攻方向并传达给敌兵。 为了传

达这些情报，他们会使用自行车抑或是步枪的枪声。”⑥这意味着日军的地下情报工作是完全处于

下风的。 甚至其利用的间谍，有时事后才会发现“乃以亲日的名义进行秘密活动……实际上是有

力的通敌者。 目的是为了将来打算，为保全自己而收集我方的情报”。⑦ 可见，八路军和游击队当

时在敌后获取丰富的情报，除了得益于群众的支持之外，亦与针对伪军汉奸展开的“反正工作”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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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３ 页。
中村三郎「北支における第百十師団の治安粛清について」、转引自谷拓弥「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情報活動」、

『防衛研究所紀要』２０１８ 年第 １ 号、１５８ 頁。
北支方面軍『第一期作戦間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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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则将予以坚决处理（锄奸工作）。



刘　 峰 ／ 日军的“扣号作战”计划与华北的敌后战场

着密切联系。 此种情况被日军探知后，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其对伪军、伪政权的猜疑：“口口声

声说要（和日本）同生共死，却不采取任何行动，其精神上远未达到理想境界，实在令人遗憾！”①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转而发动日军士兵自主学习汉语并乔装打扮起来从事间谍工作。 譬如

一个名叫增渕明的日本兵就曾在战后回忆道：“（我）进入城镇后便潜伏下来，在一家亲日派人物

经营的油店借了一间里屋，带着两名部下住了进去……当时使用中国人的姓名，把头发留长，梳
成三七分，穿着中国人的衣服……采取秘密的方法来领受命令或提交报告。 主要是去邮局，在那

里检查一切可疑的包裹和书信。 邮局局长也是亲日分子，毕业于京都的大学。 关于我（是日本

人）的事情，除了他，谁也不知道……这种辛苦是其他士兵无法感受的精神疲劳，难以用语言形

容，唯有亲身体验才能明白。”②他自诩为“隐形士兵”，声称自己接到的任务还包括查找对方间

谍、阻止秘密活动与破坏行动、摧毁情报网、突袭宣传点并消灭秘密工作员（绑架、监禁、杀害）等。
然而，这些措施仍收效甚微，当时愿意学习汉语、能够精通汉语的日本兵少之又少，而且其秘密

活动还时常会被敌后密布的情报网、地下交通站所捕获。 所以这一时期敌后的形势并未因此发生

任何改变。 日方还惊讶地发现，伪政权及其管辖之下的百姓“除我据点外，大多对我采取消极合作

态度，尤其农村的两面派性格浓厚”③，“日军来了举太阳旗，八路军来了举红旗……但背地里都参

与了积极的抗日活动”。④ 有时还会发生白天被拉去修路，晚上又自主毁路的事情。 此种情况还扩

大到了县城：“表面上在新政府（伪政权）任职，但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工作，而是身在曹营心在

汉”⑤，“（共产党便）开始通过城内（伪军）机关向城外（伪军）各机关下达指示……各区、村的机关

员都偷偷地与共产党私下联系，具有两面性”。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地的抗战力量进一步获得

了积极行动的空间，展开了大量宣传与扩军工作。 比如利用“扣号作战”期间日军抽调部队、收缩

战线、撤离部分县城或据点的时机，“宣传日本要从华北撤退，以此致力于征募新兵、加以训练，提
振士气”。⑦ 或是“趁国际战局的变动（包括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形势的扭转等）进行对日军不利

的宣传，争取民心……并致力于民主主义实践”。⑧
在这一时期，通过侦察活动对敌后战场实情进一步了解后，华北日军有了新的认识。 他们

认为中国共产党此阶段抗战的主要特质在于：（１）游击战的发展与民兵配合下集团性活动的增

加，即工作重点置于民兵组织工作的广泛展开及其质量的提升，尤其致力于游击战的大众化；
（２）对游击战的一元化指挥与领导得到加强，党政机关的武装显著强化，除宏观事项外，游击战

的指挥都以县为单位来完成，接受所在县委的一元化领导；（３）游击战术愈发巧妙、运动战色彩

渐增，会通过灵活运用连级单位进行积极的分散性游击战与集团性运动战，广泛开展地道战，经
常破袭道路、桥梁与通信线路，通过民兵与百姓强化谍报组织，民兵配合开展夜袭，推动地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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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众化。 而在政治层面则是：（１）贯彻民主政治、减租减息，呼吁提高薪水待遇，开展大众性的

经济斗争；（２）强化大众运动，研究新一轮的政策，充实组织，实施民主教育；（３）将文教政策的

重点置于青少年，主要内容是抗日教育和时事教育，此外还加上阶级教育；（４）推进整风运动。①

可以说，正是在华北敌后受迫于此种形势，日军在“扣号作战”结束之后，不得不为了挽回局面而酝

酿新的措施。

三、 反攻前奏与抗战胜利的曙光

在“扣号作战”结束、华中华南日军发起“拓号作战”以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始谋划进一步的措

施，不仅将留守后方的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独立步兵第三、四、九旅团分别扩编为第一一四、一一五、
一一七、一一八师团，而且还于 ６ 月 １０ 日完成了对“华北特别警备队”的重新改编。 该部队是一支

由日本宪兵与普通作战士兵混合编组的特殊部队，专门负责在华北侦察、破坏我方的地下组织与地

下活动。 通过此次改编，整个部队在以往 ５ 个大队的基础之上又完成了 ５ 个大队的新增，同时还将

以往的 ６ 个特别侦谍队扩充为 ９ 个，另设了 ７ 个临时特别情报队，总兵力达到约 １. ７ 万人，用以集

中应对敌后的抗战活动。② 据日军文件记载，他们当时曾集结起来接受了村庄及房屋战斗、接敌行

动、射击、步哨、斥候、检阅、宣传等方面的特殊训练，并制定了《宣传指导计划》《调查实施计划》《情报

战斗计划》。
在计划中，他们反思并强调：“（从以往的）效果观察来看，我方宣传大多过于主观且抽象，存在

着宣传未能直指要点的弊端，故需致力于各种不同视角的观察……应迅速强化宣传战色彩，不断活

跃地对个人展开宣传，自由大胆地使用各种手段方法……痛击对方理论与施策的现实矛盾……适

时地特设宣传效果观察班。”③而情报、调查工作的重点则在于“指向地下活动”，尤其重视“冀东、
冀中、冀南及其密切关联地区，另包括整个华北的铁道、重要国防资源产地”，主要调查方法包括：
“（１）利用各机关进行基础性调查；（２）从民众中打听情报；（３）对现场展开实地调查；（４）检查情报

文献资料；（５）对被捕者进行拷问”，而想要具体了解的细目事项则包括“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党

员名、县委以上各党组织的发展过程、党员数量、阶级与年龄、学历与性别、入党动机、入党手续、党
组织扩大要领、发展党员要领、通信联络手段、兵力编制装备、游击据点与游击路线、扩军与补给、党
员与非党员的关系与比率、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老八路与新八路的关系及其比率、敌工部的活

动与实情”。④
不仅如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还曾总结过诸多经验教训下发各日军部队用以参考。 譬

如，关于共产党员踪迹的寻找：“若晚上九点以后仍有村子亮起灯光，十有八九潜伏着敌方人员。
因为现在天亮时间已变长且使用灯火的价格偏高，所以普通村民在日落后会早早地熄灯就寝”；
关于隐匿物品的搜索，则需注意“民宅附近存在较多，寺庙里常有文件和火药等物，山区民宅存在

较多，准治安地区的乡保安所里，账簿中大多会记载敌方物资的保管品目”，此外，还包括寺庙的

佛像或香炉、村外的高粱堆或木材堆、小学和村里的厕所、地板下或石屏中，甚至“卧床病人的身

下亦曾发现过民间武装组织的名簿，所以哪怕病人也不可放过”。⑤ 对于前去扫荡的人员则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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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见北支方面軍『第一期作戦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８。
北支方面軍『第二期作戦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１９４５ 年 １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２。
北支方面軍『第二期作戦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１９４５ 年 １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２。
北支方面軍『第二期作戦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１９４５ 年 １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２。
北支方面軍『第一期作戦間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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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即便没有任何敌方征兆也不可过早且草率地进村，一定要顾虑到敌兵的伏击，先派一部进去

搜索……为方便行动应采取轻装，但手榴弹和赤筒（毒气）一定要带，以防意外……村里发生手榴

弹战斗时，爆炸后冒出白烟的大多是敌方位置（日军手榴弹爆炸时冒黑烟）。 而在使用赤筒及发

烟筒时一定要考虑风速与方向，切勿因为慌张而忘记”。① 同时，有鉴于中方已经增强了武装，
“即便是日军一小队的兵力也无法予以掣肘，故在出动时至少应确保五十人以上的兵力才可自由

行动”。②

这一系列举措是否改变了敌后战场的发展走向呢？ 答案是否定的。 日军司令部此后还不断接

到各地部队发来的关于“中共准备反攻”的观察报告。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既往研究所做的

判断：中国共产党不再是浅水中搁浅的龙，豫湘桂战役乃是其走向战略反攻的转折点。③ 事实上，
早在 １９４４ 年的华北工作方针中，中共中央就提出反攻的展望：“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

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④毛泽东亦在 ４ 月的延安

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发出关于反攻的号召：“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

责任。 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⑤而其与日军发动“扣号作战”的逻辑

关系，则正如程子华（时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等人所言：“自敌在正面发动攻势以来，我区周

围之敌，又在不断抽调，部分地区飞机几乎全撤，益暴露敌兵力不足之弱点。 我部队越能抓紧时机

积极活动者，则点碉撤退亦愈多……目前敌为增援正面，及在敌后抽兵，造成伪军、伪组织新的更加

动摇恐慌。 敌区社会秩序又益紊乱，敌区人民益感不安”，所以，此际应该把握时机“具体布置，切
实执行，继续向敌后之敌后开展工作”。⑥ 当时日方也对此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第五中队在秘密

侦察时发现，常有一个住在城外的商人进出城内，此人在昭和 １７ 年（１９４２ 年）曾归顺过日军警备

队，此后又逃到了敌区”，于是将其逮捕并拷问后得知，“中国共产党将要反攻，这也是敌工部的工

作内容，在此思想下为了开展适当工作并取得成功需要集中全力，以便在反攻期间有所作为”。⑦

各地日军发回的报告似乎进一步坐实了此份情报，即在军事上，“共产党军队利用太平洋战争日趋

紧迫的战局呼吁夏季发起反攻，其策动工作变得更为积极”⑧，“尤其受河南作战（扣号作战）的影

响，堡垒和据点相继失陷之事愈发加快”⑨，而“以民众武装为主体的铁道、通信线路之破坏亦渐有

增加，七八月间已达 ７４ 件（平均每天 １—２ 件）”�I0；在政治经济上，“派驻在外的延安党员都是比较

优秀的分子，其工作保持了高度秘密性，伪装潜入社会各界任职，准备在反攻时一齐起义，目前正在

利用战局形势与物价暴涨、民心动摇之机进行谋略宣传……试图进一步扩大秘密活动，强调为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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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Ｃ１３０３２０６７４００、１９４４ 年 ６ 月、北支那特别警備隊司令部『北支那特别警備隊第一

期作戦 戦闘詳報』（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
北支方面軍『戦闘詳報 昭和 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昭和 １９ 年 ６ 月 ９ 日』（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

争北支 ／ ２０６。
参见 Ｈｓｉ⁃Ｓｈｅｎｇ Ｃｈｉ（齐锡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Ｗａ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ｅｆ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ｐ. １２６。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９６２ 页。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１９４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毛泽东选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９４５ 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第 ９９６—９９７ 页。
北支方面軍『第一期作戦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８。
北支方面軍『戦闘詳報 昭和 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昭和 １９ 年 ６ 月 ９ 日』（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

争北支 ／ ２０６。
北支方面軍『第一期作戦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８。
北支方面軍『山西地区作戦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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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需要做到外攻内应。 情势已不容片刻偷安。”①“天津周边地区更有延安人员在进行采购工作，
利用敌地商人向天津运送产出物资，反过来又购买所需物资返回敌地，佯装成普通商品模样”。②
日军集中把守的县城，也开始以“围城工作”的形式呈现了“被农村包围”的景象。 他们发现，此项

工作不仅会让县城以外两公里范围内的群众“做到彻底的空室清野”③，而且还“切断了城市与外

部的联系，使日军陷入孤立……同时发动经济封锁和情报封锁，为限制我方外出而广泛实施了地雷

战等策略”。④ 综合这些报告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反攻未必意味着纯粹的军

事进攻，更可能是通过政治攻势争取到中方武装团体（伪军），让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叛。 同时

还会通过新政府（伪政权）官员实现里应外合，并发动我方治安地区的民众一起发起武装起义。 届

时，战场将不会有明确的战线，而是会在目前占领区的内部各地爆发。 可观察认为，其具体时间将

取决于我方治安地区内共产党军队的反攻态势之整备、反轴心国阵营总反攻的进展，抑或是北方

（苏联）形势的突变等等。”⑤日军还特意组织人员编译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收录《论持久战》
《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学风党风文风的整顿》《反对党八股》５ 篇文章作为揣测敌后反攻策

略的参考。⑥
然而，他们对情势已无力扭转。 而且，东京的陆军中央由于预见到莱特湾海战的失败并草拟了

“捷号作战”⑦计划，将其战略重点置于华中、华南地区，所以也无法再为华北方面提供进一步的支

持。 在万般无奈之下，东京只得下达一份名曰《伴随对华作战之宣传要领》的文件，要求各部队从

今以后“使用延安政权（暂定）这一称谓，避免再将其军队及我军要讨伐的部队称为匪贼，除了实在

不得已的情况外皆不得使用反共、剿共、灭共等词”。 其阴谋即在于“要使重庆军队灰色化，由此离

间国共关系并激化其矛盾”。⑧ 不过，华北日军接到命令后却表示拒绝服从，认为此举系属饮鸩止

渴，遂使此次诡计走向了流产。 在这一背景下，用尽一切手段的华北日军终于开始迎来崩溃之兆。
由于被调去参加“扣号作战”并承担主攻任务的是原本驻防山东的日军第十二军，所以当时的

崩溃之兆在山东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前所述，１９４４ 年下半年留守山东的日军包括第五十九师团及

其他临时编组的部队，“共 ２. ５ 万余人，为抗战以来日军在山东兵力最少的时期”。⑨ 故这一部分日

军在因应我方敌后抗战与局部反攻时更显无奈。 据日方文件记载，当时在济南地区“军分区以上

干部中存在着不少江西瑞金苏维埃政府时代的精英干部……他们为了准备对日反攻在不断强化训

练，积极开展大规模的练兵运动……甚至逐次集结兵力，试图通过集团武力夺回日军与新政府（伪
政权）的据点”。�I0 青岛方面，则“成功从市内购买了军需物资，并利用胶东工商管理局向城内派遣

了大量采购员……由于青岛市内药材商人的人脉网络较广，便将其根据地的医生化作补给工作员，
让其潜入城内联系药商或特产商中的同乡，发动其存款或共同出资租下店铺、提供资金，抑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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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支方面軍『第一期作戦間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４。
北支那特别警備隊『第 ２ 特別偵諜隊』（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１３。
北支方面軍『戦闘詳報 昭和 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昭和 １９ 年 ６ 月 ９ 日』（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

争北支 ／ ２０６。
北支方面軍『第一期作戦間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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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军基本确定此后与美军的决战将发生在菲律宾、台湾、奄美群岛与冲绳、日本本土方面，故按照该顺序依次部署防

御，以便应对美军的登陆挺进。 大体分为如下四个阶段：捷一号作战（菲律宾）、捷二号作战（台湾、奄美群岛与冲绳）、捷三号作战

（日本本土）、捷四号作战（北海道与千岛群岛）。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２）』、５２４ 頁。
张立华、董宝训：《八路军史》，第 ５５１ 页。
北支方面軍『第二期作戦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１９４５ 年 １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２。



刘　 峰 ／ 日军的“扣号作战”计划与华北的敌后战场

伪装成药商将青岛作为长期补给的据点……利用大型卡车在夜半运送物资。 有时还会接近日本海

军的御用商人，伪装成采购商前往海阳地区收购花生油”。① 由此，为抗战势力的发展与反攻提供

了经济条件。 而在德县等地，日伪部队的“地盘日渐被蚕食干净，管区内大部分县城都已秘密设有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关”，导致日伪的“行政力量只能集中在县城及其周边或驻屯地……若到四

公里以外的地区，一旦出现皇军身影，除了老人，所有的百姓都会纷纷逃离，八路军或游击队若去，
他们便会自发地提供情报并协助警备”。② 此外，在德县东面的乐陵地区，由于日方收缩了战线，在
日伪撤走后“完全被置于共产党的行政之下，成为延安势力的地盘。 附近本是一马平川，却因为有

共产党的活跃而变得地道纵横，再加上森林颇多，要发现对方并予以捕捉，抑或出动骑马队实施追

击将存在极大困难。 在这个共产党活跃之地，连一老一女都会（对日军）抱有敌意……虽然乐陵当

地的游击队比起共产党的正规军来说质量偏低，但其斗志却是极为旺盛的，且善于巧妙使用分进合

击战术，对游击战颇为擅长”，而“近期则开始集结人马发起集团性的运动战”。③ 正是在这一形势

之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战武装在山东“连续发动以攻歼大股伪军和拔除深入根据地的

日伪据点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开始了反攻的前奏”，至 １９４４ 年底，“山东八路军发展到 １５ 万

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 ３７ 万人”④，已然望见了胜利的曙光。 而此际正在中国沿海寻找反攻日本本

土基地的美军也将视线投向了山东⑤，以致随后调任日军第四十三军（由第五十九师团扩编升级而

成）参谋长的寒川吉溢也不得不承认：“山东将是未来主要的登陆点……之所以如此，乃因具有海

岸与半岛地区的山东已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地盘。”⑥

从当时华北地区的全局而言，反攻的形势已大体告成。 据日方记载，同年年底在“华北方面军

占领的 ３ 个特别市、４００ 多个县中，被认为治安良好的除 ３ 个特别市外，只有 ７ 个县，占总数的

１. ４％ ；几乎没有配备军队、任由共产党活动的是 １３９ 个县，占 ３１. ５％ ；而占据总体 ６６. ９％的 ２９５ 个

县则是中间地区。 在那里彼我势力变动剧烈，我方控制很不充分，大部分主要集中在县城为中心的

若干乡村而已，且民心大多倾向于共产党一方”。⑦ 可以说，这一切已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

与投降即将到来。

结语

综上所述，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的新竹空袭是触发“一号作战”的直接动因，正是在日方参谋本部第

一部部长真田穣一郎的主导与推动下，“扣号作战”成为“打通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时间上

有所提前（从原计划的 ７ 月提前至最终计划的 ４ 月）。 然而，当时负责“扣号作战”的日本华北方

面军却面临兵力高度分散且只能控制重要“点线”的窘境。 为执行“扣号作战”计划，还从总兵力

１３７ 个大队中抽调 ６７ 个大队（４８. ９％的兵力）开往正面战场（此后增加至 ６９ 个大队即 ５０. ４％ 的

兵力）。 此举虽能确保在正面完全击败国民党军队，却在后方给共产党军队留下了大展拳脚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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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北支那特别警備隊『青島附近戦闘詳報』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１９４５ 年 １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１４。

第二警備大隊『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６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２０５。
『独立歩兵第 ３６ 大隊 戦闘詳報』（１９４４ 年 ５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支那 ／ 大東亜戦争北支 ／ ３８３。
张立华、董宝训：《八路军史》，第 ５５２、５６６ 页。
参见胡越英《中国沿海登陆计划与美军观察组》，《百年潮》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第 ３６—３７ 页。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昭和 ２０ 年の支那派遣軍（２）』、朝雲新聞社、１９７３ 年、４５４ 頁。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２）』、５３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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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因此，日军在“打通大陆”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反过来也意味着在“确保后方”的战争中即

将走向失败。
在“扣号作战”发动之前与发动期间，日本华北方面军并非没有在其占领区采取过防范措施，

如对局部战线做收缩整理、安排新编部队接防、注意隐匿企图、加大伪军动员力度、尽速修筑阵地

并组建伪组织，等等。 但实际上其效果却乏善可陈，无论是地上的博弈还是地下的较量，日军都

表现得被动狼狈，陷入了捉襟见肘、疲于奔命的状态。 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捕捉到了

日军的战略动向，得到了华北群众的热烈拥护与大力支持，以此为基础把握战机开展了行之有效

的情报工作、“反正工作”并发动了更趋积极的游击战与运动战。 显然，通过广泛开展宣传工作与

扩军工作，我方此时已然具备了主动出击的实力。 在日军留下的文件档案中，能够看到大量此

类实例。
在“扣号作战”结束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曾为了挽回后方形势做出过一些新的调整并总

结了不少经验教训，但其基层部队提交的报告中却充斥着“中共即将反攻”的消息，令日军深感“情
势已不容片刻偷安”。 由此点可以看出，当时在中共中央的积极号召之下，遍布敌后各地的抗战武

装已然从过去袭扰日军的“线”（交通线）、干扰各“点”（重要城市、资源产地、据点等）之间的联系，
向切断“线”并包围“点”的状态发生了转变。 这在战略上意味着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同时也意味着

日本侵略军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整个华北的敌后战场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责任编辑： 胡永恒）

《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
魏文享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２６８ 元

该书从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的脉络出发，基于“制度内外”及“上下结合”之多维视角观察，
围绕公共税收、政府借贷、经济增长和财政信用为中心的循环体系之建立，系统考察了所得税在近代中

国之引介、立法、制度与征收进程及命运，廓清了所得税制度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路径。 同时，从税收

结构的嬗变及其与财政借贷的关系，总结了所得税及直接税改革对近代中国国家财政能力与国家治理

的重要影响。 该书综合利用了馆藏档案、已刊资料、文集及近代报刊等史料，注重与民国迄当代前贤之

研究成果进行对话，兼采西方财政政治学等相关理论，全面反映了所得税在全球的扩散逻辑及在近代

中国的使命与道路实践。
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厘清了清季财政转型及所得税筹议立法的过程；第二章考察了民初所得税

的本土试行及其失败；第三章分析了国民政府财政国家的建构与所得税之艰难推进；第四章探讨了所

得税开征进程中的官民交涉与税权表达；第五章将直接税之人事与政治置于税政革新及派系权争的背

景下加以考察；第六章考辩了全民抗战时期所得税法律建构与税法推进问题；第七章梳理了所得税征

稽中华洋同税的问题；第八章是对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得税实征策略的廓清；第九章对内战通胀

陷进中所得税制度异化问题展开讨论；第十章讨论了战时财政体系下所得税之征收绩效并进行了国际

比较分析。 此外，结语部分对于近代中国所得税使命及发展道路、国家与民众的税收关系，持续战争中

的不可持续财政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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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ａｙ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ａｄ ｔｏ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ｉｎ ｅｘｉｌｅ ｏｒ ｓｅｎｄ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ｖｉ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 Ｆｏｒ ｉｔｓ ｐａｒｔ，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ｉｎ ｅｘｉ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ｅｎｔ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ｂａｃｋ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ｕｒｉｅｒｓ ｖｉａ
Ｂａｏｄ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ｕｃｈ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ｔｅｎ ｂｅｃａｍｅ ｆｏｏｌ'ｓ ｅｒｒａｎｄ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ｉｎ ｅｘｉｌ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ｔｓ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ｙ ｏｕｔ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ｓｔａ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ｃａｂｌ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 ｎｅ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ｉｘ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ｂｌ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ｉｅｒｓ ｃａｍｅ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ｕｂ ａｎｄ Ｘｉ'ａｎ ａｎｄ Ｂａｏ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ｆｌｅｄ ｔｏ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ｃｏｕｌ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ｙ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ｌｉｎ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Ｔａｎｇｇｕ. Ａｓ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ｃｏ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ｗ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ｙｐｅ，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ｉｎ ｅｘｉｌ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ｕｔ ｏｆ ｉ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ｒｅａｌｍ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ｉｎａｄｖｅｒｔｅｎｔｌｙ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ｒ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ｕｓ，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ｗａ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Ｃｏｖｅｒ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Ｚｈｉｌｉ⁃Ｆｅｎｇｔｉａｎ Ｗａｒ Ｃｈｅｎ Ｔａｉｙｏｎｇ（１３６）………………………………………………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ｏｕｔｈ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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